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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更新速度极快，国家列管和配套法律规定尚未跟进。这导致了

将新精神活性物质认定为毒品缺少法律依据、标准模糊，同时，相关司法工作存在法律适用重叠问题。

解决这些难点，需要在理论层面准确界定毒品范围、正确解释现行法律规定、恰当处理法律之间的衔接

问题、坚持成瘾性作为入罪标准。具体对策包括明确“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厘清法律适用顺序、提高

国家列管速度，以及将成瘾性作为毒品犯罪的成立标准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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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继第一代和第二代毒品之后，一类新兴的毒品类似物——新精神活性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简称NPS）频现毒品市场，它们与毒品①存在交叉关系。当前，我国采用

“列举+概括”的方式划定毒品范围。《禁毒法》②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

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解读该法条可知，只有被国家列管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才兼具毒品的法律性质

和社会性质，从而才具有适用法律规制的可能性。新精神活性物质并未全部被我国列管，故而，

不能认为所有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都是毒品。例如，国家毒品实验室2019年新发现的5种新精神

活性物质[1]尽管在社会危害性、成瘾性等方面与传统毒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尚未被国家

列管，因此，不能被认定为毒品进。对于已经被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而言，其法律适用同样存

在难题。具体而言《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都对毒品问题治理进行了规定，三部法律

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当依照何种顺序进行适用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将被列管的新

精神活性物质按照毒品进行处理时，还存在着入罪标准于法无据、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路径

需要明确等实践难题。

部分学者以新精神活性物质为研究对象开展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当

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发展态势进行总结概括。此类研究得出结论，总体而言新精神活性物质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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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增长快且种类多元”“制造、走私、贩卖突出”“滥用情况不明”的特征[2]。其二，对新精神活性物

质的列管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类研究中，实务部门表示，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控存在着

“立法迟滞”“打击乏力”“宣传失准”的问题[3]。有学者对当前世界各国的列管模式进行介绍、评析，理

性分析各种列管模式的利弊[4]。有学者建议“尝试推动‘快速列管’和‘临时列管’的双向发展”[5]。还

有学者建议“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监测管理机制”，通过“监测-预警-评估-管制”四

个环节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管[6]。其三，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计算方法进行了探索。在

此类研究中，有学者提出近期目标是完善折算方法，远期目标是建立分级处罚制度[7]。

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发展态势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品种增长快且种类多元”是新精神活性物

质区别于传统毒品的最大特征。列管目录的更新速度无法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的态势，

这也是导致我国事后列管方式出现失灵情况的根源所在。因此，改进列管模式、提高列管速度，必

须充分考虑到上述特点。学者提出的“临时列管”思路尚有待进一步讨论。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

家，任何活动都要于法有据，直接将域外“临时列管”的做法引入我国，可能会出现“南橘北枳”的窘

境。而建立监测预警机制非常有必要，有利于将现行的事后列管转变为事前列管。在具体实施方

面，必须立足我国实际，结合具体实践经验，不可简单照搬。应充分发挥各级禁毒委员会在禁毒工

作中的职能作用，调动各方力量，实现全社会参与禁毒，应用先进科技，提高研判、预判能力，提高

列管速度。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制最终要落脚到法律层面，在《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

《刑法》均对涉毒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况下，法律适用顺序尚未被厘清，需要从理论层面对现有法律

规范进行梳理，明确法律适用顺序。此外，三部法律管制的毒品范围尚未被明确，需要从文理解

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角度进一步予以明确。在入罪问题上，必须直面数量折算问题，笔者较

为赞同建立分级处罚制度的长远构想，但是在完善数量折算问题中，应当考虑“成瘾性”要素，破除

“唯数量论”，采用“成瘾性+数量”相结合的标准。

二、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规制难点

2016—2020年《世界毒品报告》统计发现，2009年全球共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166种，2012年

增至251种，2014年达到了388种，2015年陡增至602种，2018年总量达到819种，2019年增至950

余种，2020年达到1040种。可以说，近年来，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断涌现，呈现出高发态势，为世界

毒品问题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根据化学结构将其分为

九大类，具体包括：氨基茚类、合成大麻素类、合成卡西酮类、苯环利定类、苯乙胺类、哌嗪类、植物

性物质、色胺和其他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的快速更迭为法律规制带来了巨大挑战。

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列管历史来看，我国2001年开始对氯胺酮进行列管，2015年，公安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禁毒办公室联合印发《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列管办法》（公通字〔2015〕27号，以下简称《办法》），并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

品种增补目录》，一次性列管116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在此之后，国家不断丰富、补充目录内容，以

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有效列管，具体情况如下：2017年共列管卡芬太尼、U-47700等8种新精

神活性物质，其中有4种列入增补目录；2018年将4-氯乙卡西酮等32种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列管；

2019年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2021年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且对氟胺酮

等18种物质进行列管。列管总数达到188+X+Y。《办法》的及时出台，表明了国家治理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决心，有助于遏制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高发态势，但单纯依靠列管仅能产生管制效果，认定标

准模糊、法律依据空白、法律适用重叠、入罪标准不明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一）认定标准模糊

《禁毒法》第2条规定了毒品必须满足“国家规定管制”的条件，目前认定这一条件主要参考《麻

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是否包括其他列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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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法律没有规定。“国家规定管制”范围的不明确性导致了毒品的认定标准具有模糊性。例如，“笑

气”已经成为广大年轻吸毒者的主要吸食对象和禁毒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但是其仅被列入《危险

化学品目录》，并未出现在上述三个目录中。这也导致了司法机关不敢适用《刑法》中毒品犯罪的

相关规定，多以“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规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笑气”等新精神活性物

质，其对社会管理秩序、公众健康等法益的侵犯与传统毒品并无二致，却用不同的惩罚手段、力度

规制，这样的评价、处罚结论都不甚妥当，难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

（二）法律依据空白

为了顺利适用法律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管制，我国采取了整类列管的方法对芬太尼类物质

和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管制，“以此获得其他关联性法律的评价, 产生管制的效果”[8]。但是，新

精神活性物质种类快速更迭的特点将列管效果大打折扣。由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制作技术非常

简单，不法分子对已被列管物质的化学结构进行调整就能产生新的衍生物。该衍生物无论是名称

还是结构都与原物质不同，从而跳出了法律列管的范围，成为“合法物”。由于缺少了国家列管，司

法机关难以适用现有法律打击此类衍生物的生产、销售、运输、贩卖和吸食等行为。列管目录的更

新远跟不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产生速度，势必带来法律规制的空白。

（三）法律适用重叠

根据《禁毒法》第2条的规定，只要新精神活性物质满足“国家规定管制”“能够形成瘾癖”“麻醉

药品或精神药品”3个条件，就能够被认定为毒品，适用法律进行规制处理。《办法》仅仅把新精神活

性物质纳入到国家管制的范围，为“国家规定管制”的认定提供了认定标准，没有解决法律的适用

问题。在多个法律均有规定的情况下，法律的适用顺序缺乏明确指向。我国《刑法》第357条③对毒

品范围的界定与《禁毒法》第2条完全相同，进言之，被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受到了《刑法》和《禁

毒法》的共同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毒行为同样进行了规定，只要被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也属于该法的规制范围④，同样受到该法的调整。由此，被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同时被《刑法》

《禁毒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三者之间的适用顺序尚需进一步厘清。

（四）入罪标准不明

《刑法》对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的入罪数量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体现为“种类-数

量-刑量”的对应关系，但是没有涉及新精神活性物质定罪及量刑的数量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中对部分毒品的入罪数量标准进行了

补充规定，仅涉及氯胺酮等少数新精神活性物质。此外，对于其他毒品的入罪数量标准则需要参照

《非法药物折算表》的规定，先转换为对应数量的海洛因，再依据《刑法》规定进行定罪量刑。近几年

陆续颁布的《104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100种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和《3种合成大麻素依赖性折算表》并没有将全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折算标准予以规定，仍有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折算问题未得到解决。特别是整类列管芬太尼

类和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后，数量折算标准尚未及时跟进，使得治理效果并不理想。

2008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下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法

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数量量刑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规定：需要结合涉案毒

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

危害性等依法量刑。这一规定填补了量刑规范的空白，但并不涉及犯罪成立的标准。此外，新精

神活性物质更新换代速度极快、种类繁多、性质各异，每一种物质的致瘾性、戒断性等不尽相同，借

鉴此种综合认定的方法将面临着非常繁杂的程序，缺乏经济性和效率性。

三、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规制立场

只有立足于正确的法律规制立场，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准确地寻找解决对策，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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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有效规制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目的。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规制方面，需要坚持行政规制与刑法治

理相配合、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并重、刑法总则与分则相衔接的立场，为实践中具体的路径展

开提供指引。

（一）坚持行政规制与刑法治理相配合

刑法和行政法都是社会治理不可替代的方式。刑法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惩罚，

其保障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必须在其他法律都无法实现治理目的时才能发挥作用，即侧重于事后

惩治。而行政法作为刑法的前置法，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在预防性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在治理毒品问题方面需要立足于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层面，重视行政法的规范作用，充分发挥

行政规制与刑法治理的各自功能。具体到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规制层面，必须转变单纯、过度

倚靠刑法事后治理思想，发挥行政法的治理功能，实现多部门法之间的协同配合，行政规制与刑法

治理的有机结合的二元治理格局。

当前，我国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制方法（“行政列管+刑法治理”）中起到实质规制作用的只

有刑法。而且，刑法的适用具有较高的门槛——必须以行政列管为前提。进一步说，行政列管只

是启动刑法的前置条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规制作用。如果行政法没有列管某种新精神活性物

质，那么就不能适用刑法。所以，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规制必须激活行政法的治理功能，实现行刑

配合。例如，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进一步明晰《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毒品范围。从社会危害性

角度来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在成瘾性、滥用性、社会危害性等方面与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具有相当

性。从公众认知的角度来看，公众将新精神活性物质与第三代毒品作为等同概念，将新精神活性

物质解释为毒品并不会超出公众认知。因此，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将新精神活性物质纳入行政

法管辖的毒品范围，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涉毒行为的规制，激活行政法的规制作用。

（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并重

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作用在于限制入罪，严格国家刑罚权的使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

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此理念指导下，对毒品的认定理应严格坚持《刑法》第357条的规定，必须同

时满足“国家规定管制”“成瘾性”“麻醉药品或精神药品”的条件。换言之，该条所规定的条件之间

是平面耦合关系，而不是逻辑递进关系，否则将会不恰当地限缩毒品的范围。具体而言，认定某一

物质是否是毒品，需要从该物质本身的特性出发，逐一判断是否满足上述条件，而不是在某一条件

中寻找另一条件，例如，判断国家列管目录中的物质是否是麻醉药品的做法是欠妥当的。

成文法语言表述的模糊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解释加以解决。同时，必须把

握好解释的限度，不可对条文进行过度解释，导致解释架空条文规定。对《刑法》第375条规定的

“国家规定管制”进行解释以明晰其内涵时，必须从条文位置和立法意图出发，对其进行实质解释。

进一步说，第375条位于《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当中，那么此处的“国

家规定管制”的理解不可宽泛地认为所有被国家列管的物质，否则会导致打击范围过宽。同时，第

375条规定的目的是明确毒品的范围，进而明确刑法的适用范围，准确打击毒品犯罪。从此目的出

发，应当认为“国家规定管制”的目的在于为打击毒品犯罪服务，如果国家出台的列管目录不是出

于这一目的，那么就不能认为相关目录属于375条“国家规定管制”的内涵。

（三）坚持《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相衔接

《刑法》总则与分则是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总则对分则具有指导、补充的作用，分

则是对总则规定的具体细化。《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了犯罪的概念，提供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将犯罪构成划分为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只有四个要件同时具备才

能认定犯罪成立。《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了毒品犯罪的具体标准。在认定毒品犯罪时，必

须兼顾总则与分则的具体规定。特别是在毒品犯罪主观要件的判断上，应当兼顾《刑法》总则与分

则的衔接。《刑法》总则中规定了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两种罪过形态，在分则中，毒品犯罪的主观罪

过只能是故意，因此不能适用总则中关于过失的有关规定。在《刑法》分则第357条明确了毒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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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有成瘾性、第348条暗含了需要判断成瘾性大小的要求，而《刑法》总则关于故意的规定只要求

对危害结果有认识。因此，有关成瘾性的判断是司法裁量的任务，并不能苛责行为人在行为时认

识到毒品成瘾性的有无和成瘾性的大小。

四、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法律规制对策

站在正确的立场，在实践中运用法律对新精神活性物质进行规制，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

矢，才能有效解决认定标准模糊、法律适用重叠、法律依据空白和入罪“唯数量论”的难题。

（一）明确“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

新精神活性物质和传统毒品在成瘾性和社会危害性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其中的区别主要存在

于是否符合“国家管制规定”这一条件。因此，明确“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是明确毒品认定标准的

关键。“国家规定管制”范围的明确需要结合相关文件的出台目的进行判断，不能盲目地认为，所有

的国家管制目录都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范围，否则，将会无限度地扩大毒品的范围。国家颁布

《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以及《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目的在于承认目

录中的物质具有麻醉或刺激神经的作用，也表明这些物质具有流入毒品市场的潜在可能性。例

如，虽然“笑气”被纳入《危险化学品目录》列管，但是该目录出台的目的在于警示化工企业在使用

“笑气”生产作业时应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防止生产事故的发生，并不具有防止其流入毒品市场

目的意思。故而，目前尚不能认为“笑气”满足“国家规定管制”的条件。基于前述论证，明确“国家

规定管制”的范围。需要结合毒品违法犯罪侵犯的法益以及相关文件出台的目的对“国家规定管

制”的范围予以严格限定。建议多部门联合建立“国家管制数据库”，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质

目录》《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等符合条件的列管目录进行汇总、整理、录入，以明确

“国家规定管制”具体内容，为毒品认定提供可靠依据。

（二）厘清法律适用顺序

厘清法律之间的适用顺序，实现行政规制与刑法治理的高效配合。在《禁毒法》《治安管理处

罚法》和《刑法》都能够调整的情况下，考虑以《刑法》作为后盾法，优先适用《禁毒法》，兼顾适用《治

安管理处罚法》，实现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行刑规制。这既是兼顾各法地位的体现，也是坚持法律

适用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刑法》属于保障法，在适用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谦抑原则。只有在其他

法律都无法调整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刑法》。另一方面，一般违法行为由行政法进行调整即可，只

有行为达到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才能受《刑法》的调整。《禁毒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

用应当遵守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适用《禁毒法》实现对涉毒行为的全面评价，避免遗漏。

例如，《禁毒法》第61条对容留他人吸毒行为予以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规制此行为，如果

优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则会发生法律处罚不及时的情况。对于未被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而言，可以考虑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规制。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章第1条规定的立法

目的来看，“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

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制定本法”的表述说明该法的保护对象是社

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公民等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换言之，对任何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

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能为该法所调整。无论新精神活性物质是否被列管，提供、吸食、贩卖

等滥用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犯罪已经对社会秩序、公共安全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

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调整范围。如此，在厘清法律之间的规范关系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对

涉毒行为的及时处理，充分实现行政规制与刑法治理的衔接配合。

（三）提高国家列管速度

加大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打击力度，必须提高列管速度，其中关键在于禁毒办运行的实体化。

首先，应明确禁毒办的职能定位。禁毒办不仅仅是承担禁毒工作职能的部门，更是组织、协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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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推动禁毒实践的牵头力量。其次，转变禁毒办的归属，将禁毒办由政府的部门转变为政法委

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更有利于提高禁毒办的工作效率，组织多部门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监

管，确保数据来源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再次，重组禁毒办人员组成。禁毒是全社会的责

任，监测、预判新精神活性物质作为禁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涉及社会各个组织和机构。禁

毒办成员不仅需要公安、卫健、药监、交通、海关、团委、司法等国家机关部门，还需要包括高校、科

研单位等机构组织，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沟通，实现通力合作。最后，科学划分禁毒职责，各部门

各司其职。公安、交通和海关等部门最容易接触到新精神活性物质，所以应当将其作为查处、打击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中坚力量。卫健、医药等部门及时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致瘾性等特征进行检

测，为列管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信息等方面的支持。科研机构肩负预判工作职责，对已被列管的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可能衍生物进行推测，努力将事后列管转变为事前列管。高校需要在理论可行

性、法律正确理解、准确适用等方面提供对策、建议。

（四）将成瘾性作为入罪的标准

在毒品犯罪中，毒品的成瘾性与毒品的数量共同体现了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例如，《刑

法》第357条的规定，毒品需要达到“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程度，可以推知，适用《刑法》必须考虑成

瘾性这一特性。再如，非法持有毒品罪中，不同成瘾性的毒品所对应的入罪数量是完全不同的，鸦

片达到1000克，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达到50克分别入罪。遵循相同的逻辑，判断新精神活性物质

是否构罪，也需要考虑成瘾性和数量两方面，并不必须进行折算。

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成瘾性进行量化，根据成瘾性具化入罪标准，以吸食成瘾量作为入罪标

准是治理新精神活性物质的重要举措。无论是走私、运输，还是贩卖、制造等活动，最终都是为吸

食服务 。吸食尚未成瘾，那么人体机能尚能实现自我克制，不会反向刺激毒品犯罪或者滋生次生

犯罪。反之，如果涉案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足以使一个正常人形成瘾癖，那么相关行为就具

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犯罪客观方面达到了成立犯罪的标准，在其他构成要件均满足的情况下，

适用《刑法》处罚。应当注意到，成瘾性的大小是司法标准，并不是行为人行为时必须认识到的因

素。此外，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庞杂，如果对每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成瘾性进行量化程序繁杂，

难以及时解决入罪难题。为此，笔者建议，在我国整类列管模式已经取得较好成果的基础上，以新

精神活性物质的整类为单位，量化每一整类物质的成瘾性，使量化工作更加便捷、高效。根据《办

法》第7条规定，专家组在对拟列管的物质的成瘾性进行风险评估和列管论证的过程中，确定该类

物质成瘾性的数量标准，以此作为参考标准。

五、结语

新精神活性物质种类多样，更迭迅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重大挑战。至今仍有部分物质游离

在国家管制的范围之外，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合法权益的隐患。部分物质虽然进入

了国家管制范围，但是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及时跟进，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诸多疑问较多。除此以外，

新精神活性物质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靠一己之

力解决新精神活性物质带来的治理难题。因此，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国际联动成为禁毒工作的重

要任务。我们始终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我们一定能够铲除新精神

活性物质生存的土壤，还人民一片净土，打赢新时代禁毒战争。

[注释]：
①毒品按照是否被国家列管，可以划分为社会层面的毒品和法律层面的毒品。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毒品仅指被国家列

管的毒品，即法律层面的毒品。

②《禁毒法》作为我国指导禁毒工作的专门性立法，具有特殊法的地位。故对于法律层面上毒品范围的划分应当以《禁毒法》

第 2条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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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刑法》第 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

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④《治安管理处罚法》仅规定了“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其他少量毒品”，那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规制被列管

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必须先明确该法规定的毒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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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in Legal Regulation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SUI Yi-feng

Abstract：The classification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NPS）is updated at a very fast speed，but the national
regulation and supporting laws have not followed up，leading to the lack of legal basis and vague standards for the identifica⁃
tion of NPS as drugs，and overlapping problems of legal application in related judicial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scope of drugs accuratel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correctly interpret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properly deal with the con⁃
nection between laws，and insist on addiction as the criterion of incrimina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cope of state regula⁃
tion control and the order of law application be clarified，the speed of state regulation be improved，and addiction as the
standard of drug crime be established.

Keywords：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legal regulation；legal cohesion；identification standard；the criterion of in⁃
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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